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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

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

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

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

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

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 61.79%和 0.21%提高到 116.51%和

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

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

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

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

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行政区划调整；政区位势模型；协调发展；区域空间效应；巢湖市

DOI: 10.11821/dlxb202008005

1 引言

行政区划是国家根据政治架构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实行的国土、政治和行政权力的空
间划分与配置，也是国家实施政治建设、分级管理、资源分配的有效手段与重要制度[1-2]。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政国基，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和核心发展力[3]。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
激烈，同时中国仍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而以行政区分割为特征的“行政区经济”和
部分地区不适宜的行政区划现状严重阻碍了区域的协调健康发展，弱化了地区间合理分
工、互惠共赢的潜力和共同面对全球化经济势力挑战的能力[4]。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明确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行政区划作为一种“资源”[2]，通过发挥行政区划调
整的资源效应，促进区域内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重组整合，克服行政区划与社会发展
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5]，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构建全球和国家经济治理新格局、打
破行政区划壁垒和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6]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变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对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同时行政区划调整也会改变涉及地区的政区位势[2, 7]。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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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导致政区位势的变化，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活力与竞争力。本文在区域协调发展
视角下，认为政区位势的内涵是在一定范围内，行政区在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自然社
会复杂系统中，由于其行政位序等级、区域关系、管辖范围和区位条件等因素而形成的
政区发展势能和潜力。政区位势理论的提出，为研究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空间效应提供
了新的视角。

国内外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的研究尚比较缺乏，但与其关联性较高的研究较
为丰富。西方国家由于城市化起步较早，其对于行政区划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相对较快，
但多集中于以政治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背景的城市空间规划与治理[8]、大
都市区管理模式与制度探讨[9-12]等方面，主要是运用行政区划手段，将区域发展和空间规
划、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实用性。国内相关研究在理论层面上
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协调发展[13-14]、城市群空间结构[15-16]的影响等；研究方法主要
包括基于尺度重构理论[17]、再领域化理论[18]和经验总结法[19-20]等定性方法以及场能模型[21]、
城镇势力圈[22]、多元视角评价[23]等定量方法；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14, 16, 18]、珠三
角[17, 20, 24]等发达地区。

综上所述，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成为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当前的研究成果相
对偏重于宏观层面和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方向也多集中于行政
区划调整影响效应和机制上，而对行政区划空间化的定量研究相对缺乏。本文从区域协
调发展视角下，在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基础上，提出政区
位势的框架和模型，探究区域协调发展下行政区划调整的作用机制，并以原巢湖地级市
的拆分为例，对行政区划调整效能进行空间化表达，为解释和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
效应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2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政区位势的理论框架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切实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成为现代化建设中十分关键的因素。而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对经济增长、社
会公平具有深远影响，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美丽家园的必然要
求 [25-26]。行政区划作为国家管理核心制度和手段，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石。因
此，将两者结合进行研究，既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又立足于中国国情。

一个政区的政区位势与该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包括行政管辖范围、经济发展实力
等）、行政资源（行政等级、财政、政策等）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市场统一、制度一致
等）密切相关。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如撤县设市）能够直接改变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和
行政资源，进而提高其发展动能；而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政区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
区位和市场优势等迅速成为该区域发展的增长极，进而促进行政区划的调整。因此，本
文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政区位势理论框架（图1）。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是区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
由行政区划调整所导致的政区位势变化一般包括以下3个维度：① 行政管辖能力（水平
性政区位势），该能力受政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经济实力、管辖面积和行政事务管理
等因素的影响，表征政区间“横向比较”的位势：一个政区所管辖的自然资源、人力资
源和土地面积（尤其是建设用地面积）决定其综合发展和资源配置能力；而经济实力和
行政事务管理能力则是政区进行投资贸易和建设发展的根本保证。② 行政资源（垂直性
政区位势），其受政区的行政等级、组织体制、隶属关系、财政分权和公共管理等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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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表征该政区在所属省域或国家政区体系中与其他政区“纵向比较”的位势：行政
等级、隶属关系和财政分权是一个政区行政权力、管理权力和财政权力的直接体现，是
政区发展实力的核心；组织体制和公共管理能力则是政区进行行政管理和改革等工作的
质量保证。③ 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区域性政区位势），主要受市场统一、要素同质、发
展协调、制度一致、自然本底、国家及区域政策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表征该政区
与其他政区间因地区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位势：在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中，区域的市场
统一性、要素同质性、发展协调性和制度一致性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而
自然本底条件（如坡度等）与区位条件则是政区自然禀赋、交通运输能力和对外联系便
捷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和区域政策以及技术进步等要素也直接影响政区的发展潜力。

3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政区位势的模型解释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各个政区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是在大环境中受其他政区辐射
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本文依据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结合幂指数函数和空间场能模
型 [27]，对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政区位势模型提出解释：在区域多政区相互作用形成的

“复杂场”中，区域中心政区作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其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
外围政区的发展，同时中心政区凭借其较强的行政管辖能力，更“丰富”的行政资源以
及更高的协调发展潜力使其与外围政区产生“势能差”，并满足距离衰减规律，而政区位
势正是这种“势能差”的抽象表达。

因此本文提出政区位势（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ARPE）的计算公式：

ARPE = Df × E
d a （1）

式中：ARPE为政区位势；Df为协调发展潜力系数，表征区域协调发展潜力；E指政区的
带动能力，是其行政管辖能力（水平性政区位势）和行政资源（垂直性政区位势）的综
合；d为中心政区与外围政区之间的距离；a为距离成本摩擦系数。

根据政区位势的内涵，本文认为：在多政区区域“复杂场”中，中心政区对外围政
区的辐射作用可用场强来表示；外围政区最终受到各个场强叠加作用而表现出的势能，

图1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的解释框架
Fig. 1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regional effect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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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其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就是该政区的政区位势。借助K阶数据场模型[28]和空间场能
模型的原理可以得到场强和势能的计算公式：

E 'k
ij =

zk

(Dk
ij)

a , Eij =∑
k = 1

R

E 'k
ij × λk （2）

式中： (i, j) 表示空间任一点的位置； E 'k
ij 表示中心城市k的场强；Eij为空间任意一点的势

能；zk是中心城市 k的带动能力； Dk
ij 表示中心城市 k与外围点之间的距离；a为距离成本

摩擦系数；λk为中心城市k对空间点的作用权重。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区域间政区位势
的计算公式为：

ARPE = Df ×∑
k = 1

R

λk

Zk

(Dk
ij)

a （3）

式中：Zk是中心政区k的水平性政区位势和垂直性政区位势的综合，可采用结节性指数计
算； Dk

ij 表示中心政区 k与外围点之间的距离，可用区域时间可达性成本表示；Df为指向

性系数，在本文中为区域协调潜力系数；a为距离成本摩擦系数，一般取1[29]；λk为中心
政区k对空间点的作用权重，R为政区的数量。

对于区域协调潜力系数 Df而言，其大
小取决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各因子（即潜
力因子）的数值及其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聚
集程度。由先验知识可知，一个政区的发
展基本符合根据Sigmoid曲线，而区域间的
协调发展也是在彼此影响、相互适应下

“波动前进”的。因此根据 Logistic 方程分
析可知，一个区域的 Df随潜力因子值增大
而表现出先剧烈上升（快速发展期）再缓
慢上升（内部调整期）的趋势。当某潜力
因子的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 （随机分布）
时，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基本为零
（Df =1）；当某潜力因子的空间自相关性显
著时，对于正向因子来说，其空间聚集性
越高，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越大（Df ≠1）
（图2）。

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仍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因此本文提出的是“快速发展
期”区域协调潜力系数 Df的计算方法。对
于正向因子来说，其分布越集聚的地区其
协调发展潜力越大且能够发挥“规模效
应”，使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要大
于离散分布地区等值因子的影响；而负向
因子在离散分布地区的协调发展潜力相较
于集聚的地区来说较高且能够发挥“共担
效应”，使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分散开
来”，由离散区域所有个体共同分担。因此
Df的分布状态如图3所示。

图2 区域协调潜力系数概念图
Fig. 2 Conceptual map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potential coefficient

图3 快速发展期区域协调潜力系数概念图
Fig. 3 Conceptual map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potential

coefficien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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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空间自相关和幂指数函数（Power Law）模型原理，定义Df的计算公式为：

Df =∑
n = 1

N

βn X
z(n)

n , z(n) =
Gn(d)-E(d)

Var(Gn)
（4）

式中：Xn表示该地区的潜力因子在规定区间标准化后的值（在此设定正向因子值域为
（1, 2]，负向因子值域为（0, 1]）；βn是 Xn的权重； z(n) 是 Xn空间自相关的标准化统计

量，其显著性水平可用 z(n) 值的 P 值检验来确定； Gn(d) 表征 Xn空间自相关的聚集程

度，可用局部G统计量等指标表示； E(d) 表示 Gn(d) 的期望； Var(Gn) 为 Gn(d) 的方差。

因此，Df越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潜力越大。当Df ＞1时，对区域协调发展有促进作
用；当Df ＜1时，对区域协调发展有抑制作用；当Df = 1时，对区域协调发展无作用。
区域协调潜力系数Df关注个体发展，还重视个体与周围群体的相互关系，能够兼顾个体
和区域协同性，是从区域整体角度定义来政区位势。

综上，政区位势的计算公式为：

ARPE =∑
n = 1

N

βn X
z(n)

n ×∑
k = 1

R

λk

Zk

( )Dk
ij

a （5）

4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政区位势的实践应用

4.1 数据来源与处理
4.1.1 研究区概况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运行发展，地处中部地区的
安徽省，相较于沿海地区来说整体上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仍有一定的差距，而皖江城市
带作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点区域，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向中
西部辐射转移的质量和东中西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但作为皖江城市带核心的合肥和芜
湖之间腹地中心城市与港口城市的关系逐渐被弱化，由于省会合肥在安徽区域经济发展
中带动作用不足，使得芜湖和巢湖等几个城市将融入长三角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最
终导致合肥—芜湖地区出现双核竞争、独立发展的格局。2011年国务院批准安徽省撤销
巢湖市，设立县级巢湖市由合肥市代管，原地级巢湖市管辖的庐江县划归合肥市管辖，
无为县和和县的沈巷镇划归芜湖市管辖，含山县、和县（不含沈巷镇）划归马鞍山市管
辖。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两市在地域空间结构上毗邻（图4），经济地域联系也
更加直接。本文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度和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研究区各区县政
区位势及其空间格局，定量探究行政区划调整对合肥—芜湖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
4.1.2 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处理 根据上文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政区位势的理论框架
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分别从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2]及其区域协调发展[30]潜力3
个方面选取16个指标进行政区位势的测度，指标数据按市辖区或县为单位进行统计，个
别指标采用全市予以替代（表1）。根据政区位势模型的原理，对行政管辖能力和行政资
源各指标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对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因子进行极大值标准化处理。此
外，为了剔除政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影响，本文部分社会经济指标采用人均指标并
乘以缩减因子[1-（GDPi/GDPN）] （GDPi为第 i区县的GDP，GDPN为研究区所有县区GDP
总和）进行平减[31]。其中，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计算公式[32]为：

Sij =
∑

k = 1

n

xik xjk

∑
k = 1

n

x2
ik∑

k = 1

n

x2
j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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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ij是 i区域和 j区域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xik和xjk分别为各政区和区域整体k产业占

整个产业的比重。Sij的值在 0和 1之间变动，其值越大，说明政区产业结构趋同程度愈

大，反之表明趋同构程度愈小。

4.1.3 数据来源 考虑到 2011年为合肥—芜湖地区行政区划大幅调整的分界点，为避免

行政区划调整对统计数据可能产生的影响，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及可获取性，本文以2005

年、2010年和2015年为时间节点进行研究。此外为了保证前后时期数据的可比性，研究

范围在3个时期均以2015年行政区划为基础，将不再考虑含山县和和县（不含沈巷镇）。

表1 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的指标体系与处理
Tab. 1 Indicator system and treatment of regional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目标层

政区综合实力

协调发展潜力

可达性

一级指标

管辖能力

(水平性政区位势)

行政资源

(垂直性政区位势)

潜力因子

(区域性政区位势)

时间成本

二级指标

人口状况

经济实力

土地支配能力

财政分权

公共管理

市场统一

要素同质

发展协同

自然本底

成本距离

数据处理

常住人口密度

人均GDP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1-(GDPi/GDPN)]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1-(GDPi/GDPN)]

人均财政收入×[1-(GDPi/GDPN)]

人均财政支出×[1-(GDPi/GDPN)]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数×[1-(GDPi/GDPN)]
*外商直接投资×[1-(GDPi/GDPN)]

各县区职工平均工资相对于中位数的差值×
[1-(GDPi/GDPN)]

财政收入/GDP×[1-(GDPi/GDPN)]

人均可支配收入×[1-(GDPi/GDPN)]

由三产比例计算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各区县GDP增长率

由数字高程计算计算坡度

净初级生产力

最短时间成本距离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指标指向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注：*表示该指标缺市辖区统计数据，用全市数据予以替代。

图4 行政区划调整前后合肥—芜湖双核空间布局
Fig. 4 Hefei-Wuhu dual-core spatial distribution before and after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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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区位势的理论框架，本文的数据主要包括两部分：① 空间数据包括：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提供的1∶400万中国行政区划数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提供的中

国1 km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数据集、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提供

的全国 1 km分辨率的净初级生产力数据；陆路交通数据来源于 2006年星球出版社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交通部2009年《中国1∶400万公路交通版》和2016年中

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交通地图册》的矢量化，所有空间数据在ArcGIS平台中重采

样为500 m分辨率。② 属性数据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统计数据库和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等。

4.2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合肥—芜湖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区域效应的定量测度与分析

4.2.1 区域可达性的测度 目前区域可达性测度方法有基于矢量数据的最短路径算法[33]和

基于栅格数据的成本加权距离算法[34]等。为了考虑区域自然条件对交通的影响，本文采

用基于栅格数据的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步骤为：首先将矢量化后的道路数据在

ArcGIS平台中生成 500 m×500 m的栅格；其次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

准》（JTG B01-2003/JTG B01-2014）设定不同年度各类道路的平均行车速度，其中2005

年一般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和普通道路分别为 90 km/h、120 km/h、80 km/h、

60 km/h、40 km/h，2010 年对应的行车速度分别为 100 km/h、120 km/h、80 km/h、60

km/h、40 km/h，另外设定高速铁路的行车速度为 250 km/h ，2015 年则为 160 km/h、

120 km/h、80 km/h、60 km/h、40 km/h，高速铁路的行车速度为300 km/h。同时根据数

字高程模型地形数据生成的坡度数据，将坡度大于25°的陆地行车速度设为1 km/h，坡度

小于 25°设为 5 km/h；水域设为 1 km/h。本文需要计算研究区共17个政区到达空间上任

意一点的时间成本（图5）。

2005—2015年期间合肥—芜湖区域可达性显著上升，任意栅格到最近政区的平均时

间成本由 2005年的 213 min迅速缩减到 2010年的 162 min，再下降到 2015年的 142 min，

通行时间分别减少了51 min和20 min。其中2005—2010年变化最明显的地区为合肥市长

丰县和肥东县交界处和巢湖市东部地区，尤其以合肥市辖区为中心向外明显扩散，而

2010—2015年由于公路建设的继续完善及高速铁路的建设，合肥和芜湖城市中心的可达

性显著也提高。

4.2.2 政区带动能力的测度 根据上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心政区 k的带动能力Zk是政区

综合实力的直接表现，故采用表1中水平性政区位势和垂直性政区位势的X1~X7共7项指

图5 合肥—芜湖区域可达性格局
Fig. 5 Reachable personality in Hefei-Wuhu region

1623



地 理 学 报 75卷

标计算结节性指数来测度政区的带动能力。考虑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高且各指标的权
重较难确定，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结节性指数[27]。样本数据均通过了KMO检验
和Bartlett球形检验，说明适宜进行主成分分析；其次根据特征值大于1和累积贡献率大
于85%分别提取了3个主因子；之后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得到主成分在各个变量上的
荷载矩阵，则结节性指数计算公式为：

Zk =∑
i = 1

3 é

ë
ê

ù

û
úAi ×∑

j = 1

7

Cij × X *
kj （7）

式中：Zk为政区 k的结节性指数；Ai为第 i个主成分的贡献率；Cij是第 i主成分在第 j变量
上的荷载； X *

ij 为原始数据标准化后的值。

合肥—芜湖双核区域各政区带动能力具有显著的差异（表2），2005—2015年合肥市
结节性指数均高于芜湖市，但两市的差距在不断减少。巢湖撤市后，合肥和芜湖相较于
2005—2010 年期间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是芜湖市增速达到了 138.14%，显著高于区域
82.55%的平均增速，说明撤销巢湖市对合肥—芜湖双核的协同发展和带动能力均具有极
大的促进作用。

4.2.3 区域协调潜力系数的测度 本文采用表1中潜力因素（区域性政区位势）X8~X15共8
项指标，根据公式（4）计算区域协调潜力系数Df，并利用局部G统计量表征潜力因子在
空间上的相关性及聚集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G(d) =
∑∑wij(d)xi xj∑∑xi xj

（8）

式中：G(d)为局部G统计量；wij(d)是根据距离规则定义的二进制空间权重，距离阈值设
定为1 km；Xi和Xj分别政区 i和 j的空间位置。由于 z(n) 是潜力因子Xn空间自相关的标准

化统计量，标准化 z(n) 值的 P 值检验来确定其显著性水平，因此 z(n) 得分越高（或越

低），因子的聚集程度就越大。如果 z(n) 接近于零，则表示不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性。为

了方便计算并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结合上文规定的正向因子值域为（1, 2]，负向因
子值域为（0, 1]，在此设定：① 当P ≥ 0.1（置信度＜90%）时， z( )n = 0 ；② 当P < 0.1

（置信度≥ 90%）时， z(n) = z(n)/ max[ ]|| z(n) ，使得 z(n) 的值域为[-1, 1]。

计算完成各潜力因子的Df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各变量的权重[35]，测算出X8~X15

的平均权重系数分别为0.16、0.14、0.12、0.16、0.09、0.14、0.13、0.06。叠加计算得到
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合肥—芜湖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潜力系数（图6）。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平均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值由1.09增加到1.12，其中2005—
2010年和 2010—2015年增幅分别为 0.2%和 3.1%。2005—2010年间合肥—芜湖区域协调
发展潜力系数总体上变化不大，合肥市整体平均Df由1.04降低到0.93，其中肥西县降低
最大，下降了 0.22；巢湖市总体平均几乎没有变化；仅芜湖市平均 Df 由 1.27 上升到

表2 2005—2015年合肥—芜湖区域结节性指数
Tab. 2 Nodular index of Hefei-Wuhu region from 2005 to 2015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合肥市

最高值

1.23

1.59

4.3

最低值

0.02

0.55

0.76

平均值

4.73

7.94

14.14

增长率(%)

-
67.86

78.08

芜湖市

最高值

0.86

1.28

3.28

最低值

0.01

0.31

0.55

平均值

2.74

5.27

12.55

增长率(%)

-
92.33

138.14

巢湖市

整体

1.17

1.41

0.76

增长率(%)

-
20.51

-46.09

合肥—芜湖区域

平均值

8.64

14.62

26.69

增长率(%)

-
69.21

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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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协调发展潜力相对较大。由此可知此阶段研究区整体协调发展能力较弱，各地区
间一体化进程缓慢。而在2010—2015年间合肥—芜湖区域协调发展潜力系数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区域整体平均Df明显提高，合肥市整体平均Df增加到1.14，行政区划调整前原
行政区更是达到了1.13，巢湖市在并入合肥后Df也由2005年的0.96增加到1.01。说明此
次行政区划调整促进了省会城市合肥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但芜湖市平均 Df 降低了
17.72%，Df值为1.07，表明芜湖市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弱化。
4.2.4 政区位势的测度 基于上述步骤，在QGIS平台上编程实现政区位势模型的构建，
并对异常值的插补处理后，最终计算得到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合肥—芜湖地区政区位势
（图7）。

从时间序列来看，合肥—芜湖地区政区位势呈现如下特征：① 2005年以来，合肥—
芜湖地区整体上政区位势显著提升（表3），2005—2010年间合芜地区政区位势平均上升

图6 合肥—芜湖区域协调发展潜力系数空间格局
Fig. 6 Spatial pattern of potential coefficient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Hefei-Wuhu region

图7 合肥—芜湖地区政区位势空间格局
Fig. 7 The spatial pattern of ARPE in Hefei-Wuhu region

表3 2005—2015年合肥—芜湖政区位势
Tab. 3 ARPE of Hefei-Wuhu administrative region from 2005 to 2015

年份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合肥市

平均值

12.62

20.95

46.94

增长率(%)

-
66.01

124.06

芜湖市

平均值

13.64

20.50

38.11

增长率(%)

-
50.29

85.90

巢湖市

平均值

3.88

7.34

20.43

增长率(%)

-
89.18

178.34

合肥—芜湖地区

平均值

10.05

16.26

35.16

增长率(%)

-
61.79

1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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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增幅为61.79%；在2010—2015年间政区位势平均上升18.90，增幅达116.51%，说

明行政区划调整能够明显促进区域整体政区位势的提升。② 从各行政单元来看，2011年

行政区划调整后合巢芜三市政区位势增幅均高于区划调整前，其中合肥市增速达到了

124.06%，高于地区平均116.24%的增速，使其在整个区域中发展潜力最大，表明行政区

划调整对区域中心的发展具有影响显著。③ 与合肥市快速发展相比，芜湖市政区位势增

长则较为缓慢，说明政区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同时地级巢湖市被撤销后，实现与合肥

更好的联动发展，侧面反映出行政区划调整既能改变区域中心政区之间的相互关系，还

能迅速提升次中心政区的发展。

合肥—芜湖地区政区位势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包括：① 合芜地区政区位势与经济发展

水平和道路可达性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在位序上表现为合肥市＞芜湖市＞巢湖市。②
2005—2010年间，合芜地区政区位势呈“极核化”的增长特征，合肥和芜湖作为发展核

心其市辖区高政区位势范围向外四周略有扩张，但其他大部分政区高政区位势范围呈现

收缩之势。③ 2010—2015年间，“三分巢湖”使研究区政区位势呈“分散化”的增长特

征，直接表现为合肥高政区位势范围向巢湖市方向迅速扩张，巢湖市政区位势在合芜连

线方向迅速提升，说明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芜两市毗邻使其间联系更加通畅，合肥的发展

空间得到有效解决，合芜长江南北一体化的障碍得到削弱，且合芜轴线的中间地段充分

发挥了连接作用，发展迅速且潜力巨大。

4.3 合肥—芜湖政区位势变化分析

4.3.1 政区位势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合肥—芜湖政区位势时空演化差异性（图 8）显著。

2005—2010年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呈上升趋势，其中合肥市市辖区与芜湖市市辖区以

及芜湖县、南陵县政区位势均有提高，但明显集中于城市建成区且扩张范围较小，呈现

零星分布的散落状态；而长丰县、肥西县和肥东县、南陵县和地级巢湖市居巢区以及所

辖的无为县、庐江县政区位势略有增加但不明显，说明该些政区在此阶段发展有限。主

要原因是落后的行政区划使合肥和芜湖经济联系少，且巢湖市并没有发挥好连接互通的

作用导致双核相互竞争甚至“各自为政”，外围政区更加“边缘化”。2005—2010年间各

政区发展极不平衡，庐阳区平均政区位势增加15.02，涨幅最大；其次为瑶海区、芜湖县

和鸠江区，增长均在13~14之间；而肥西县、无为县、庐江县和巢湖市政区位势的增值

均小于4，其中肥西县最低达2.67。这也与该阶段各政区的发展状态吻合，进一步表明政

区位势模型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行政区划调整后，2010—2015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迅速提升，合巢芜三市中心政

区位势显著提升：庐阳区面积相对较小，增长仍然最快，政区位势增加了 32.43；瑶海

区、镜湖区相对此之，增加值分别为28.82和27.17。巢湖市在行政区划调整后，县级巢

湖市政府驻地（原居巢区）政区位势增加了21.72，增幅为88.6%，原所辖无为县和庐江

县政区位势增幅也达到了80.71%和97.64%。巢湖市和无为县政区位势扩张方向为合肥—

芜湖连线，且该连线上的肥东县和繁昌县政区位势分别增加了20.78和21.44，说明此次

行政区划调整不仅带动了巢湖市发展，还对加强合芜之间彼此互联互通，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而距中心政区较远且不位于合芜沿线上的肥西县和长丰县发展动能较低，区

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仍然存在。

通过计算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研究区政区位势增长率之差，发现行政区划

调整对政区位势区域空间效应的影响十分显著（图9）。研究区2010—2015年政区位势增

长率比2005—2010年平均出20.73%，较大强度的区域效应主要集中在主要交通干线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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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县、肥东县、包河区、巢湖市、三山区以

及合芜交界等地区，总体表现出分布的不均

衡性、区域空间效应的外部分散性和明显的

分化性。行政区划调整不仅对该政区产生直

接影响，调整所产生的连带作用和区域效应

更是行政区划调整效能的重要反映，而政区

位势模型可以很好的定量空间化表达这种影

响。此阶段政区位势增加主要集中在与城市

建成区扩张和交通建设沿线上，说明城市扩

张和交通也是影响政区位势的重要因素。

4.3.2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 行

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

杂性和滞后性，因此本文选取最直接体现各

政区发展状态的人口密度和人均GDP指标与

政区位势相比较，通过极大值标准化后计算

17 个政区 2005—2010 年与 2010—2015 年各

指标前后变化（图 10）。由此可知：2005—

2010年间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线性增长速

度分布为 0.87、0.77，均高于政区位势 0.66的线性增速，说明在此阶段研究区整体的行

政区划要落后于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的行政区划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

2010—2015年间政区位势增速为0.87，明显高于人口密度与人均GDP得到0.52与0.58的

增速，表明区划调整后的区域整体行政区划领先于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侧面反映出

政区位势模型对行政区划调整效能的测度结果能够较好的区别于社会发展等带来的复杂

影响。2010—2015年相较于 2005—2010年间人均GDP的分布更加集中，说明区域整体

经济发展差距在减小，这也进一步反映出行政区划调整既能够改变某政区的位势，同时

还可以促进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最终影响所有政区的发展势能和潜力。

图8 2005—2015年合肥—芜湖政区位势时空演化
Fig. 8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ARPE in Hefei-Wuhu region from 2005 to 2015

图9 行政区划调整对研究区政区位势区域空间

效应的影响
Fig. 9 The influenc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the spatial effect of the ARPE in the Hefei-Wuhu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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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巢湖”直接改变了合肥和芜湖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区划调整扩大了合肥城市
用地与功能重组的空间并为其增加了大量的人力、自然资源，而巢湖作为合肥的“内
湖”后，加强了其流域综合治理，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沈巷镇作为芜湖长

江大桥的北桥头堡，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芜湖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长江大桥及合巢

芜高速公路等资源来大力发展港口产业。此外，“三分巢湖”也直接改变了合肥和巢湖的

行政资源：行政区划调整后巢湖市虽然失去了地级市在行政层级上的优势，但合肥市帮

助其解决了水系特别是巢湖的管理体制不顺而导致制约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明显提

升了巢湖市的发展势能。此次行政区划调整间接改变了研究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潜力，有

利于打破合肥—芜湖之间的行政壁垒，优化整合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安徽区域协调发

展。因此，行政区划调整既能整合要素资源，促进中心城市建设和一体化发展，还能提

升政区竞争力、发展势能和交通可达性，实现政策性、结构性政区位势的集聚与空间重

组，最终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4.3.3 建议 此次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提升区域整体政区位势，促进了合肥省会经济的迅

速发展，使其水平性和垂直性政区位势得到快速提升，突破了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同

时，“三分巢湖”有利于打破合肥—芜湖之间的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当

然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合肥—芜湖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行政区划虽然极大促进了区

域间的合作，但是部分地区（如庐江县、肥西县和长丰县）仍然处于发展的边缘地位，

区域发展间的差距有扩大之势。因此，本文提出两点建议：

（1）以适时的行政区划调整为契机，加快推进区域协调一体化进程。合肥—芜湖区

域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是关键是消除“行政区经济”的束缚，各方加强政策对接和利

益共享，推进信息交流互通，积极参与区域间战略分工和协作。如以长江沿岸和合芜高

速作为发展的一级主轴的“T”型发展轴线，可在产业承接互补，城际快速通道建设方

面制定相互统一衔接的政策制度，促进产业间的合作，加强区域间交流能力。

（2）发挥连线城市的比较优势，增强合肥—芜湖发展轴线的通达性。行政区划调整

后，合肥和芜湖应充分发挥连线城市的比较优势和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更大区

域范围内统筹安排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连线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

合肥—芜湖发展轴线的通达性与联动发展，为合芜协调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的示范作用。

图10 合肥—芜湖地区各区县政区位势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
Fig. 10 Acomparison of the changes in theARP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Hefei-Wuhu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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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讨论

本文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构建政区位势的测度模

型，并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巢湖市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研究区政区位势的

变化情况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效能。研究结果表明：

（1）一个政区的政区位势与该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水平性政区位势）、行政资源

（垂直性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区域性政区位势）密切相关。行政区划调整正是改

变了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以及协调发展潜力来提高政区的发展势能，同时还

会对一定范围内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2）行政区划调整对合肥—芜湖地区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005—2015年期

间区域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

高到116.51%和3.05%；行政区划调整后，区域整体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增速

和人口增速。行政区划调整明显提升了合肥—芜湖地区的发展势能和区域协调互补与可

持续发展水平，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

（3）政区位势模型能够很好的对现行行政区划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对行政区

划调整效能的测度结果既能够较好的与社会发展等带来的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

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在重视个体发展的情况下兼顾区域一体化发展，为从宏观

和微观角度解释和评价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在今后的研究

中，水平性和垂直性政区位势测度指标需要进一步完善，对政区位势理论在不同行政区

划调整类型中的测度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另外，政区位势测度模型中成本摩擦系

数等参数的设定没有明确的标准，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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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re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critical way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timely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major step to reconstruc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change the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of relevant regional
governme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raction,
spatial field energy model and power exponential function. Taking Hefei- Wuhu reg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and its effect
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fter the dismantling of the former Chaohu prefecture-
level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nd the potentia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2) During 2005-2015, the growth rate of the overall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study area increased from
61.79% and 0.21% before the withdrawal of prefecture- level Chaohu city to 116.51% and
3.05% respectively. After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e growth rate of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crease. (3) The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can measure and
express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spatially. The result of the model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mplex influence brought by factors such as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accords with
the real statu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focuses on both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t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of the study area,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help to break down spatial barriers and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gional effects; Chaoh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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